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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常见的司法现象，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根据导致当事人变更的行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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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根据如何看待导致当事人变更的行为的性质；是否为现行法律所允

许；如果允许的话，是以什么为条件；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对于新的当事人产生什么效力等标准，

又可分为若干学说。这些学说，将“任意的当事人变更”这一术语赋予了丰富多样的含义。因此，

上述定义只不过是各种学说的最大公约数。 

在诉讼的实际情况中，本来应该作为当事人的人没有参与诉讼，而是在错误的当事人之间进

行诉讼的情况是存在的。
〔2〕例如，亲权者本应将子女作为当事人进行起诉，错误地亲自作为原告

进行起诉的情况；本应由组合成员全员进行起诉，使用组合名称进行起诉的情况（原告的变更）
〔3〕；

不知债务者死亡而将死者作为被告进行起诉的情况
〔4〕；明明应将公司作为被告，但误将董事长认

定为债务人，将其作为被告的情况（被告的变更）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本应作为当事人的

人，就只能重新进行另外的诉讼，进行与已经发生的诉讼程序完全独立的审理与判决吗？出现了

错误的当事人，即使未必是原告负全部责任的情况
〔5〕，都不得不按照上述那样处理吗？关于这一

点，在后面进行详述的判例中，当事人确定的标准采取意思说与行动说的立场，基于此，在上述

那样的情况中可以通过将本应作为当事人的人从最初就作为当事人——只是将当事人的表示进行

更正——来进行解决。而且，根据对诉的主观合并的认同，以这种方式进行处理的情况是能够存

在的。但是，意思说与行动说自身存在各种问题，不可以完全遵循。另外，允许诉的主观合并亦

会产生问题。
〔6〕不仅如此，若适格当事人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已经出现了错误的当事人，

其在诉讼的过程中方才知悉，此时诉的主观合并是无法处理的。于是，实际上需要进行任意的当

事人变更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 

如果变更错误的当事人，将本应作为当事人的人作为变更后诉讼的当事人时，认同已经发生

的诉讼结果能够被新的当事人所利用的话，显而易见，对于原告来说，是非常便利的。而且对于

法院来说，比起提出一个新的诉讼、进行新的审理与判决，利用已经发生的程序进行审理与判决

是更加理想的。的确，在事实上避免有矛盾判决产生的同时，诉讼经济也是考量的因素。进一步

来说，从被告的角度出发，比起重新在新的诉讼中充当被告，其更期望在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下

接受裁判。这样，在进行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时，只要考虑到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对新的当事人能

                                                        
〔2〕 会被作为此种情形考虑的是：（1）被认为是当事人的人并不存在当事人能力欠缺；（2）误认了适格的当事人（例如，明明应

当将破产管理人作为当事人，但是却将破产人作为当事人）；（3）从一定的事实关系出发，基于对 A 的权利或义务产生的判断进行了起

诉，但是实际上，经过判明，该权利或义务的主体为 B 而不是 A 等。 

〔3〕 基于认同民法上的组合拥有形式上的当事人能力这个立场，只有在代表人或者管理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问题。 

〔4〕 将死者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因为缺少当事人无法产生诉讼关系，本来从开始就应该视为诉讼关系不成立，在严格意义上，不

能说是系属中诉讼过程的当事人变动，不能称为所谓的当事人变更，但是，至少要以此作为标准来参照。 

〔5〕 例如，（1）关于应当将谁作为当事人的法律解释，是能够被明确的情况（例如，日本《商法》第 257 条第 3 项的诉讼）；

（2）对方发生继承或者破产的情况；（3）被视为与家族企业进行交易等情况下，诉讼前对债务人是公司还是董事个人的判断产生困难等

情况。 

〔6〕 此外，在进行当事人的变更时，因为不存在在诉的主观合并时追加的被告在诉讼中地位不稳定的情况，所以在理论上，允许

当事人的变更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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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产生效力，就不得不说，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具有十分巨大的益处。为了进行这样的主张，首先，

必须对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为什么对新的当事人理所当然地具有效力进行充分的论证。如果对这

个问题没有办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么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就无法对新的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是否仍具有实际的益处就成为一个疑问。以下将以这个要

点作为核心展开对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理论的探讨。 

二、学说与判例 

虽然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的学说具有多种分歧，但是根据导致当事人变更的行为的性质，

可将它们分为以下三大学说。 
（一）诉的变更说 

虽然通常意义上的诉的变更，是指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变更其请求的目的与原因，但是将诉的

变更进行广义的理解，可以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要素变更。基于此见解，因为当事人是诉的

要素之一，所以可以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的一种。若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的一

种，则应该允许当事人变更的条件准用诉的变更的条件，而且变更的效果必须与诉的变更的效果

一致。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对新的当事人产生全面的效果。这种见解在德国被霍尔韦

格和施泰因这两位权威的学者所主张，到现在仍保持着通说地位。在日本，虽然有若干见解将当

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但是在符合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232 条关于诉的变更的条件与效果

时，允许当事人变更的见解在实际上是缺乏立法支持的。 

关于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的见解存在各种各样的批判，针对其条件以及效果进行的

规定亦是如此。（1）关于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232 条，无论是从其沿革，还是从其规定的文字

来看，都以变更前后的当事人具有同一性作为前提。（2）日本《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的变更

有单独的规定（例如，第 71 条，第 73 条，第 74 条，第 75 条，第 208 条等），意味着第 232 条以

不包含当事人变更的内容作为前提。（3）理论上来说，诉讼关系的同一性以保证当事人的同一性

为前提，与诉讼关系是否具有连续性无关，如此一来，便无法认同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对新的

当事人具有拘束力。（4）在原告变更的情况下，究竟是根据旧原告的意思表示还是根据新原告的

意思表示来实施行为，这一点是无法明辨的。（5）进一步来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会在

新当事人被变更前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完全拘束这一点上产生。例如，新当事人被变更前当事人的

自认所拘束，而且，新当事人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会因为期间经过而被驳回。这样造成的结果在

很多时候对新当事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另外，在实践中，上文的批判无论是对当事人的变更

来说，还是对使用当事人表示的更正进行处理的案件来说都是妥当的。（6）而且，如果认同已经

发生的诉讼结果对新的当事人产生拘束，那么其与限制任意的诉讼担当这一观点相矛盾，并且会

造成因原告在事前的调查不充分而对诉讼产生影响这样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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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 

在形式的当事人概念之下，在欠缺了当事人同一性的理论基础之上，诉讼关系的连续性应该

是不存在的。基于不能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的立场，产生了这样的见解，即当事人的变

更只不过是由新原告提出或者对新被告进行的新诉提出，以及旧诉撤销这一复合诉讼现象。话虽

如此，所谓的复合诉讼现象，如果先进行旧诉的撤销，诉讼过程就会结束，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应当视为首先提出新的诉讼然后再撤销旧的诉讼。因此，当事人的变更是瞬间的，所以诉的主观

合并必须存在。总而言之，这个学说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新诉的提起与旧诉的撤销这两个可分的

现象，各自的条件与效果会被分别进行判断。因此，基于不允许诉的主观合并的立场，就不能允

许当事人的变更。反过来，如果从允许诉的主观合并的立场来看，新诉除了符合诉讼的条件之外，

还需要满足诉的主观合并的条件。此外，旧诉的撤销也需要满足旧诉撤销的条件（日本《民事诉

讼法》第 236 条）。在新诉的提出与旧诉的撤销均有效的前提下，作为结果，虽然会产生当事人的

变更，但是因为旧诉与新诉是完全独立的诉讼关系，所以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完全不会对新的当

事人产生拘束。此见解，由基希所提出，经日本兼子博士进行介绍之后，变成了获得多数赞成者

的通说。与此相反，在德国，此见解虽然一时很有说服力，但是现在几乎无赞成者。 

作为对此见解的批判，学界提出以下几种观点：（1）在缺乏当事人的同一性时，虽然在理论

上无法认同诉讼关系的连续，但在实际上究竟如何仍存在疑问。（2）这个学说对新诉提出与旧诉

撤销的合法性进行分别判断，如果只有新诉不合法，那么诉讼就会完全无效。反过来，如果只有

旧诉的撤销不合法，就会出现两个诉讼同时存在的局面。然而，在当事人仅谋求当事人变更这一

单一结果的前提下，上述的情形便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不仅如此，关于判断新诉提出与旧诉撤

销的有效性，一审与二审如果出现相异的判断（例如，一审认定两个诉都有效，二审认为旧诉的

撤销无效），下任审级就要对两诉分开进行考虑。（3）此说认为，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对新的当事

人不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已经发生的辩论与证据搜集都需要重复进行的话，即可认为任意的当事

人变更基本上不存在实际的好处。
〔7〕 

（三）特殊行为说 

在此，有这样一种见解：将当事人变更视为一种以变更当事人为目的的特殊单一现象，该见

解是由德·波尔所提出，之后在德国，虽然含义稍有不同，但罗森贝克、兰特、尼基什等权威学

者也支持此见解。即使在日本，也出现了基本上赞成此学说的学者。在此，为了方便起见，简单

地介绍罗森贝克的观点。
〔8〕根据其理论，原告变更与被告变更的条件与效果是不相同的，必须将

两者分别进行考虑。首先为了进行原告的变更，新旧两个原告的意思表示是必要的。在被告进行

                                                        
〔7〕 但是，如同后述，关于究竟是否具有实际的好处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实际的好处是很大的。虽然基希也针对这一点表示了

同样的意见，但是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 

〔8〕 相关内容将基于罗森贝克的论文进行介绍。虽然罗森贝克对德·波尔的学说进行了若干的修正和变更，但是和德·波尔的

学说基本一致。 



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151 

了关于本案的辩论之后，原则上都需要被告的同意。但是，在被告滥用拒绝权的情况下，作为例

外，是不需要被告的同意的。无论新旧两个诉讼中的诉讼标的是否具有密切关系，标的物所依据

的事实关系是否同一或者具有密切联系，旧程序的辩论和证据调查结果在新诉中也都依然具有效

力。一般来说，当事人的变更就是为此目的而被实施的。但是，新当事人并不一定完全被旧程序

的辩论或者调查的结果所拘束。例如，诉讼条件必须进行新的调查。此外，新原告提出的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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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张的撤回与证据调查也都能被再次执行，鉴于口头辩论的一体性，可以认为不存在对新当事

人的特殊不利。但是，像后述的那样，可以肯定会对新当事人不利。 

（四）判例 

在此，一览日本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的案例。大审院在古老的明治 34 年时，存在“凡是将

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的一种，除了在法律上具有认同其继承或者驳回的明文规定的情况以

外，都无法实行。于是引致诉的变更在二审时，即使对方承认也不被允许”这样的判决要点。
〔10〕

但是，该案件是关于诉讼承继的，因此不能将此大审院判决作为对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的判例来看。

此外，因为不存在大审院或最高裁判院的案例，所以最上级审的观点尚未明确。在将表示说作为

当事人确定标准的情况下，在理所当然地作为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来进行处理的案件中，判例却常

基于意思说以及行动说来确定当事人，在这些情况下并不是作为当事人的变更而只是作为当事人

表示的更正来处理。
〔11〕由此可以认为，其实际上与允许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具有同样的结果。 

即使在下级审，战前亦找不到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的判例。
〔12〕战后关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的判例逐渐涌现，最近就出现了相当多的判例。那些判例的见解与学说的情况一样，出现了多种

分歧。首先，出现了一类将当事人的变更视为诉的变更的判例。其中，既有认为当事人的变更不

合法的判例
〔13〕，也有将其视为诉的变更继而进行允许的判例。

〔14〕其次，根据通说，在将任意的当

事人变更看作是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的基础上，亦存在很多允许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的判例。
〔15〕再

次，也有像旧时一样以当事人表示的更正来进行处理的案件。
〔16〕最后，还有很多在没有讨论任

意的当事人变更具有什么性质，也没有从具体判例的特殊性以及从实际出发的根据（或者是具有

                                                        
〔10〕 大判明治三十四年十月九日民录七辑九卷，第 37 页。 

〔11〕 例如，大判昭和三年八月八日民集七卷，第 891 页；大判昭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民集十五卷，第 977 页。 

〔12〕 虽然有与当事人变更相关的判例，并刊登在东京控判昭和六年一月十七日评论二十卷，第 216 页，但是此案件是关于诉

讼继承的。 

〔13〕 例如，东京高判昭和二十九年三月十日高民集七卷二号，第 190 页；大阪高判昭和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高民集七卷八号，第

627 页。 

〔14〕 例如，东京高判昭和三十三年九月三日下民集九卷九号，第 1736 页；大阪地判昭和三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讼务月报九卷九号，

第 1112 页。 

〔15〕 例如，大阪高判昭和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民集五卷十号，第 1787 页；福冈高决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下民集十卷十

号，第 2171 页；奈良地判昭和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下民集十五卷三号，第 586 页。此外，作为基于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的立场而

不允许当事人的变更的判例，有东京地判昭和三十一年八月六日新闻十八号，第 12 页。 

〔16〕 作为允许的更正的判例，例如，神户地判昭和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下民集二卷二号，第 202 页；东京地判昭和二十五年十二

月十一日判例时代十号，第 64 页；东京地判昭和三十一年三月八日下民集三卷七号，第 559 页；广岛高冈山支判昭和三十三年八月二

十九日判时一百六十三号，第 13 页；名古屋高判昭和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下民集十卷五号，第 1053 页；大阪高判昭和三十九年五月三

十日判时三百八十号，第 76 页；东京高判昭和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东高时十七卷五号，第 102 页；东京地判昭和四十二年三月二十

八日判时四百八十四号，第 56 页。此外，作为否决表示的更正的判例，例如，大阪高判昭和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民集五卷十号，

第 1787 页；神户地判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八日下民集七卷五号，第 1151 页；福冈地判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下民集十卷十号，第 2199

页；大阪地命昭和三十八年三月七日下民集十四卷三号，第 362 页；大阪高判昭和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判例时代一百六十二号，第

90 页；大阪高判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金融法务四百零二号，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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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根据）的情况下，就直接不允许当事人变更的判例。接下来，笔者将尽可能地列举出那些

实际的根据，首先，作为允许的根据，列举出以下几种：（1）所有当事人的同意
〔17〕；（2）认

同当事人的变更会带来实际上的便利以及符合诉讼经济
〔18〕；（3）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所诉请

保护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 19〕；（4）作为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20〕；（5）不

产生诉讼的延迟
〔21〕；（6）在诉状送达前进行变更

〔22〕；等等。其次，作为不允许当事人变更的理

由，列举出以下几种：（1）会变成允许基于不充分调查的滥诉
〔23〕；（2）损害系属于确定的当事人

之间的诉讼过程的稳定性
〔24〕；等等。无论是哪一个，都是在判断是否应当允许任意的当事人变更

时需要考虑的事项，且应当与学说所论述的理论根据相结合，进行各项比较与衡量，寻求妥当的

结论。 

三、诸学说的探讨 

（一）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的利弊分析 

上述介绍的三种学说中，关于诉的变更说是不妥当的这一点基本没有争议，接下来，讨论剩

余的两种学说是否妥当。 

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是通过将当事人的变更用新诉对旧诉的主观合并与旧诉的撤销这两个

已有的概念进行说明，这个说明很清晰，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论证。与此相对，在特殊行为说中，

其支持者所主张的意思行为是否具有所主张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确。的确，任意诉讼在原则上是

被禁止的，而且，进行当事人变更的人及其对方当事人是否真的希望发生特殊行为说所主张的效

                                                        
〔17〕 仙台高判昭和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下民集四卷七号，第 1035 页。 

〔18〕 仙台高判昭和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下民集四卷七号，第 1035 页；大阪高判昭和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民集五卷十号，

第 1787 页；东京高判昭和三十三年九月三日下民集九卷九号，第 1736 页。 

〔19〕 仙台高判昭和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下民集四卷七号，第 1035 页；大阪地判昭和三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讼务月报九卷九号，

第 1112 页；东京高判昭和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高民集七卷二号，第 220 页。但是，有反对的判例和学说，例如东京高判昭和二十九年

三月十日高民集七卷二号，第 190 页；大阪高判昭和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高民集七卷八号，第 627 页。尾中俊彦教授主张：“法律上的

主体不相同的话，被主张的权利关系自然而然不相同，而且防御方法亦不相同，默认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所诉请保护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是危险的，如此过度简化将不能被接受。此外，承认公司与其代表人个人之间的诉讼关系的继承时，存在与《商法》第 256 条之间的关

系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20〕 东京高判昭和三十三年九月三日下民集九卷九号，第 1736 页；大阪地判昭和三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讼务月报九卷九号，第 1112 页。 

〔21〕 东京高判昭和三十三年九月三日下民集九卷九号，第 1736 页。 

〔22〕 福冈地判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下民集十卷十号，第 2199 页。相应地，大阪地命昭和三十八年三月七日下民集十四卷三

号，第 362 页。反对的理由是，损害诉状受理相关的程序的安定以及经济这一点。 

〔23〕 大阪地命昭和三十八年三月七日下民集十四卷三号，第 362 页；大阪地判昭和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判例时代二百一十三号，

第 169 页。关于其理由，考虑防止那样的滥诉的对策——例如，基于对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滥用法理进行审查——不就可以了吗？ 

〔24〕 大阪地判昭和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判例时代二百一十三号，第 169 页。不管根据哪一个学说，允许当事人的变更时，因为已

经发生的诉讼会由于诉讼的撤销或者根据撤销而被终止，可以认为，并不会特地损害原有诉讼过程的稳定。显然，不满足当事人的变更

的条件时，虽然已经发生的诉讼不会被终止，但是该问题在诉的变更和诉讼撤销的情况下亦时常具有发生的可能性。仅仅将在当事人的

变更的情况下发生的对诉讼过程稳定性的损害当作问题，实属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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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是一个问题。所以，不能直接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为是否允许当事人变更的根据。此外，

在现行法中，也没有可以适用的其他类推规定。因此，在条件以及效果都没有显著不合适的情况

下，应当支持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 

两说实际上最大的不同点是，相对于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认为当事人不同时，诉讼关系也

不同，因此就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不能对新当事人产生任何效力这一观点，特殊行为说认为，新

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的观点相当于认同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是没有实际的好处的。因此，该说认为，

虽然要允许一定的限制（例如，排除自认的拘束力等），但原则上主张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理所当

然能对新诉产生效力。 

此处核心问题是，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是否认同任意的当事人变更是没有实际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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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程序下不同的诉讼关系之间会互相影响。例如，在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尽管存在与

共同诉讼人数量相等的诉讼关系，但是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62 条规定各共同诉讼人所做的或者

对其进行的一定诉讼行为对全员都产生效力。另外，在普通共同诉讼中，基于证据共通的原则
〔28〕，

认为对不同或者独立的诉讼关系都产生效力。再者，根据近期最高裁的判决
〔29〕，在辩论合并的情

况下，合并前所进行的证据调查对合并后的诉讼关系都产生效力。根据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首

先是新诉被旧诉程序主观合并，虽然如此，但因为旧诉被撤销，所以会瞬间形成共同诉讼。
〔30〕因

此，就需要对诉讼关系的异别性等于对新诉不产生效力这一命题进行重新讨论。
〔31〕 

从上述观点出发进行稍微具体的论述。首先，关于事实上的主张，在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

中，只要新诉的所有当事人都不主张，即使在旧诉中已经被主张，也不允许将该事实作为判决的

依据。的确，因为在普通共同诉讼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32〕在此，（1）在新当事人对旧当事人进

行主张的情况下，能够全部援用旧当事人（旧诉的原告以及被告）的主张，对方对此原则上不能

提出异议。因为旧当事人不可能不知道主张的关于旧诉的事实。
〔33〕 

（2）在旧当事人对新当事人进行主张的情况下，不论是否具有新当事人的同意，也不论新当

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实质上是否出席旧诉讼程序，仅限在新当事人知道当时主张的情况下才可以全

部援用已被主张的事实。否则，就只能根据责问权
〔34〕来进行全部援用，即应当认为只有在个别的

情况下才能援用。否则，恐怕会产生新当事人无法知道什么主张被怎样提出的情况，换句话说，

                                                        
〔28〕大判大正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民录二十七辑，第 1674 页。加藤正治教授认为，存在不认同共同诉讼人之间适用证据共通的原

则，从共同诉讼人的意思解释出发考虑的见解。此学说认为，在该证据与全员都有关系的情况下，为了全员而进行诉讼行为，只要没

有其他人进行其他行为，暗自地为了自己而援用一人提出的证据符合经验原则。 

〔29〕 最判昭和四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民集二十卷四号，第 560 页。 

〔30〕 基希亦认为当事人变更是共同诉讼的一种形态。 

〔31〕 高岛义郎教授基本上是立足于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认为已经发生的诉讼结果在新诉中不具有效力是不当的，并发表了下

述见解。即是，在原告变更的情况下，根据新原告的新诉的提起，实际上是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71 条后段的独立当事人参加，当事

人的变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72 条，是旧原告退出的结果，关于效果，以第 62 条为准，限于旧原告的诉讼行为对新原告有利的情

况下产生效力，而且被告对旧原告的诉讼行为也对新原告产生效力。此外，在被告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原告负责对新被告进行新诉的提

起，同时对其进行诉讼告知，会使新被告处于旧被告的辅助参加人地位。因此主张，由此而来，因为新被告是旧被告的辅助参加人，作

为被参加人的旧被告所进行的诉讼结果，必须原原本本地作为前提。虽然高岛说是极其巧妙的，但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在

原告变更的情况下，必须进行第 71 条后段的参加就是问题。根据昭和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最判（民集二十一卷七号，第 1925 页），

虽然第 71 条的参加必须基于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请求，但是例如，无当事人能力的人（例如，民法上的组合）作为原告的情况，新原告

（例如，组合员全员）基于旧原告的请求是奇怪的。此外，在被告的变更的情况下，首先根据原告的诉讼告知，新被告是否成为旧被告

的辅助参加人是一个问题。进一步，即使成为旧被告的辅助参加人，必须将被参加人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原原本本地作为前提，不仅是原

告与旧被告之间的诉讼，还是原告与新被告之间的诉讼，都不涉及参加人的地位。按照教授的说法，新被告会一直被与自己没有任何关

系的原被告的诉讼结果所拘束，会产生后述的不妥结果。 

〔32〕 虽然有“攻击防御方法被共同诉讼人中的其中一人提出，与全部的共同诉讼人都有关系，而且只要其他的共同诉讼人没有进

行自己的意思表示，原则上，将其看作为了所有出席诉讼的共同诉讼人所提出的”这样的见解存在，但即使在该见解中，也不是认同共

同诉讼人之间的事实共通，在出席特别是没有辩论的诉讼的情况下，其他的共同诉讼人也不能主张该事实和意思解释。因此，显而易见，

在当事人的变更的情况下，也无法进行那样的解释。 

〔33〕 基希认为无论是旧当事人，还是新当事人，一般的引用（Bezugnahme）都是不被允许的。相反，山木户克己教授认同一般的引用。 

〔34〕 责问权是指在民事诉讼法上，当对方或法院的诉讼行为违背诉讼程序时，当事人陈述异议并争执其效力的权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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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新当事人被偷袭的可能性。特殊行为说在此情况下，甚至不加讨论就直接以已被主张的事实

在新诉中具有效力来进行处理，虽然当新当事人认为出现了事实有违真相等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

可以撤回该主张，但因为其未必能够知道有什么事实被主张了——例如，调查书出现记漏——所

以对新当事人的保护不足。
〔35〕 

然后，从证据的角度出发，在认同共同诉讼人之间证据共通的原则之上，共同诉讼人中的其

中一人所提出的证据即使没有被其他共同诉讼人援用，亦理所当然地能够作为其他共同诉讼人的

事实认定资料。而且，此证据共通的原则是基于“因为客观的历史性事实只有一个，所以根据法

官的自由心证而认定的事实亦只有一个”，无论是在时间上并存的共同诉讼人之间，还是在当事人

变更的情况下，对同一诉讼程序中时间上前后紧接的两个诉讼关系之间，也都因该原则的起效而

无法处理。同样的问题会以在辩论被合并时，合并前证据调查所收集的证据即使不被援用，是否

也在合并后的诉讼中理所当然地具有效力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肯定该问题的存在。
〔36〕

遵从此见解，当事人变更的情况亦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 

但是，（3）证据共通原则的根据如上所述，尽管此原则在普通共同诉讼中被认可，但是现在

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在任意的当事人变更的情况下，由于两个诉讼关系并不是同时被合并，

因此不赞成直接引入证据共通原则。不过，即使是在并存的情况下（普通共同诉讼），对于因共同

诉讼人中的其中一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而被申请出庭的证人，基于其他共同诉讼人不能进行对

方询问
〔37〕等行为的立场

〔38〕，就会出现，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该证人询问进行置喙的情况。因此，

在这个询问被进行时，不管是否已经被合并审理，还是在旧诉被撤销后才加入程序也都不会影响

最终的结论。如此一来，便会形成对上述观点的反驳。但是，对共同诉讼人申请的证人询问，

其他的共同诉讼人究竟是否不能置喙存在着不同的理论。
〔39〕不仅如此，在当事人变更的情况下，

因为新的当事人通常并没有出席该证人询问，以致存在很多完全无法知道询问结果的情况
〔40〕，

所以，即便后续会对该证言的证明力进行辩论，或者是给予新当事人提出与该证言相反主张或

                                                        
〔35〕 铃木重胜教授认为，基于在原则上对新当事人的追加承认是必要的这个立场，若认为该追加承认在各个诉讼行为中都能够进

行，在特殊行为说中亦无不妥。 

〔36〕 作为根据，关于辩论的合并，应与开始就作为一个合并诉讼而被提起一样，否则，审理的重复，会揭露出无法贯彻避免法院

及诉讼关系人进行无谓劳动这一合并辩论的宗旨。与此相对，有认为需要当事人援用的学说和认为将记载原证人的证言以及检验的结果

的调查书作为书证提出是最好的方法的学说。后者的学说认为，基于合并前的诉讼在合并后并不会失去不同诉讼的性质，实务上几乎没

有遵循此观点的实践。但是，根据上述通说，在后述中得到明确，在合并了的甲、乙两事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对完全没有参与该证据

调查的当事人的保护是欠缺的。虽然辩论合并的宗旨是避免审理的重复，防止矛盾的判决，但不能说若合并前一方的诉讼结果不理所当

然地在他方诉讼中产生效力，就认为合并的宗旨被埋没，变得毫无意义。 

〔37〕 对方询问指在法庭上，要求询问证人的一方在询问（主询问）完该证人后，对方进行的询问。——译者注 

〔38〕 共同诉讼人独立的原则的结果。关于对此进行反对的见解，参照后注。 

〔39〕 兼子一教授认同共同诉讼人之间理所当然地辅助参加关系，允许作为辅助参加人参与。此外，西村宏一教授认同利害相对立

的共同诉讼人之间处于对立当事人的地位。 

〔40〕 在普通共同诉讼的情况下，口头辩论以及证据调查的期限原则上是设定为全部共同诉讼人共通，作为例外——例如，在共同

诉讼人的其中一人发生了中断事由的情况下——存在分别进行的情况。对于该例外的情况，本文的论述同样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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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诉提起与旧诉撤销说（复合说·通说）作出，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学说存在当事人变更被

驳回的可能性，因此主张复合说与特殊行为说的折中见解（参照纳谷广美：《关于当事人变更的理

论》，载《法律论丛》第六十三卷第一号，第 1 页）。 

2. 尽管在最判昭和六十二·七·十七民集四十一卷五号第 1402 页中，判决驳回了主观追加

的共同诉讼，但至少不应否定以任意的当事人变更为前提的主观追加合并。 

3. 关于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15 条的诉答文书修正（包含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参照大村

雅彦教授的论文：《对当事人变更基础的研究——基于美国民事诉讼法》，载《法学新报》第八十

九卷第九·十号，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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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mon judicial phenomenon, arbitrary change of par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of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behavior that caused the change of parties. The change of 

litigation theory is the German general saying that it cannot obtain legislative suppor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Japanes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new party is completely 

bound by the old party’s litigation behavior, which is very unfavorable for the new party in many 

cases. The initiation of new lawsuits and the revocation of old lawsuits theory is the general theory 

in Japan. It regards the change of the parties as two separable phenomena of the initiation of a new 

lawsuit and the revocation of an old lawsuit. Through legal interpreta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results of litigation that have occurred can be appropriately used in new lawsuits. The special 

behavior theory appears as an improved theory, but it cannot explai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itiation of new lawsuits and the revocation of old lawsuits theory, and it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reason why the new party is bound by the old party’s litigation results. If the conditions 

and effec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inappropriate, the initiation of new lawsuits and the revocation of 

old lawsuits theory should be 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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